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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回顾老浙大人，尤其是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在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从
备受重视到饱受打击的故事时，范岱年教授详细介绍了他亲历过的丁瓒下台、胡
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他对钱
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关键词  中国科学院  浙江大学  地下党  许良英  丁瓒  范岱年
访谈时间：2013年 2月 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国科学院黄庄小区
受访人简介：范岱年（1926-），浙江上
虞人。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中国
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
究员。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
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
下党。1949年 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
1952年 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
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
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摄于范家）
杂志社副社长、副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
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
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
与许良英合著有《科学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合作编译有《爱因斯坦文集》。
一  大批老浙大人到中国科学院来工作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
年代，是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的，并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
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
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
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
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
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 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
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
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
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
所，王葆仁 (原浙大化学系主任 )去了有机化学所⋯⋯①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
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
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
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
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 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
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②。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 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
① 王淦昌于 1950年 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 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
璋于 1950年 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 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
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
② 黄秉维于 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
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等 2001，页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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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①。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
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
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 1952年初的“三
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
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 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
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
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
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
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
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
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
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
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
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
浙大人调到科学院来了，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
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
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
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
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
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
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
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学通报》
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
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
①  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 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 160余人。
另见王玉芝、罗卫东 2010，页 95-101，其中 51位于 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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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
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
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 [竺可桢 2007，页 538-540]。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
许良英。1952年 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
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 1952年 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
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他
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
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①、科联②跟科学
院都在文津街 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 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
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
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
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
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
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
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
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 1950 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
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
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
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二  早期的《科学通报》与批判胡适运动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①  “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
②  “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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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1952年 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
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他是中共中
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
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
年第 9期的头一篇 [陈伯达 1952，页 585-592]。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
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
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
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要求我们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
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
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
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
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
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
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
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
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
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
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
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 [卡尔潘柯、斯库里琴
1956，页 39-47]。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它。
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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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
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
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
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
学通报》上发表 [潘汉年 1955，页 1-10]。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
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后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
其中两篇是我写的 [范岱年 1955a，页 31-33；范岱年 1955b，页 41-45]另两篇是
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 [刘桂五 1955，页 61-61；刘厚成等 1955，
页 54-58]，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作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
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
党校的孙定国①。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特别左，后
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
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
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
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三  1952年整党及丁瓒案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 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
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
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
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
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
①  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
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等职。在 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 2005，页 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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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女的李某某，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
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
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
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
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
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
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
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
前整人也很厉害的。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
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
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
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
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作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①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
科学时代社的，他在 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
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②。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
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
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
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
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
战工作，所以 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
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
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
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
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①  丁瓒（1910－ 1968），江苏南通人，心理学家。他于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考入中央大
学心理学系，1935年毕业，在北京协和医院脑系科做研究生。一度被国民党政府关押于苏州反省院，
出狱后先后到北京协和医院、重庆中央卫生实验院等机构从事心理卫生研究。1945年在重庆重新入党，
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47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心理学系进修。1949年任世界科协中国理事、中国人
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副秘书长等职。同年来中国科学院工作，历任党组副书记、办公厅副主任、计划
局副局长、心理研究所副所长等职。见汤慈美 2010，页 102-107.
②  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
2004，页 4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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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
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
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
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
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
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
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
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
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
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
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
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
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
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
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 19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
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
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
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①。我说不是，
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
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
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
①  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 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
己在开除李某某、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 2006
年 7月 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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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的一个区党委书记①。他来了之后，科学院
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 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
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②。
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
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
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
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③。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
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
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
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
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
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
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他们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
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
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
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
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
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
①  秦力生（1915－ 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
委副书记。1952年 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②  张稼夫（1903－ 1991），山西省文水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 3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
宣传部长，1952年 12月底到中国科学院任党组书记。
③  郁文（1918－ 2010），河北满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习。1951
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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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 1927
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
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 [李少石 ]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
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
个李 [少石 ]于 1945年死于意外①，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
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 [丁宗一 2010，页 18-21]。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 1950 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
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
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
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
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
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
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划脚。中宣部收
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
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
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
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
①  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
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
束的 1945年 10月 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
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 2006，页 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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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以中宣部科学处的代表
自居，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到处指手划脚。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
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走资派”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
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
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黄敬是江
青的前夫，这你知道吧？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
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
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也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
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跳楼自杀，
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很可能跟江青也有关
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
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
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 [少石 ]还在，承认是自己让
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作调查时，
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
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作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
会主席。
四  地下党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二十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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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
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①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
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
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
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熊：刘少奇领导的北方的地下党是不是要好一些？不是有好多人都得到重
用吗？
范：共产党是很矛盾的。它要建设国家，所以不得不用知识分子。但它从本
质上讲是个农民党，而农民的思想是，天下都是我们打下来的，要由我们来坐天
下。他们对待知识分子，是“争取、团结、教育、改造”八个字，所以有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听话的就用你，不听话的就打你。
熊：北方的地下党，譬如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那“61个叛徒”，后来可都是
身居高位啊。
范：地下党确实有地域区别，但更重要的是时间区别。第一批中共地下党，
是在大革命时期发展起来的，1920年代入党，资格最老；第二批是在一二·九运动
中发展起来的，1935年前后入党；第三批是抗战爆发后发展起来的，也即“三八式”
干部；而我们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革命的，1945年之后入党，属最后一批。薄一
波等“61叛徒”以及于光远、李昌、李锐等一大批人，虽然最初是在白区加入
的地下党，可后来他们到了延安，并经历了整风运动，就算是老解放区的党员。
而我们这批 1940年代后期入党的了，大部分没到延安受训过。
熊：抗战结束后，北方大部分都被共产党占领了。你们这批在内战期间发展
的地下党员大多是南方的。
范：南方其实也有游击区。广东有琼崖纵队，浙江四明山也有新四军的三五
支队，王仲良就是四明山游击队的领导。但游击队人数不多，知识分子数量很少。
熊：后来南方地下党被整得很厉害哦。
范：是啊，从北方老解放区南下的那批文化程度较低的党员，一次一次地整
①  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于唐宝林 2012，页 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 .http://
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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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程度较高的南方地下党。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被树立为白区正确路线的代表，
可后来连刘少奇也被整了。
我想到一件事情，我觉得刘少奇跟毛泽东有观念上的分歧。虽然刘少奇也很
左，但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那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讲马
列主义的同时，也讲了很多传统文化，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
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什么的，属于儒家的思想传统。这个书是我们入党时的
基本教材，影响很大。我们当时之所以加入共产党，不仅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
还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感觉共产党把中国的优良传统都继承了下来。可毛泽东在
“文革”的时候就批所谓“黑修养”。毛泽东这个人是不讲“温良恭谦让”的，他
讲造反有理，要打倒一切知识分子。所以，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上，毛、刘两人
有分歧。
关于党内斗争，毛、刘两人也有不同看法。那个时候，刘少奇认为，党像母
亲一样，党内斗争应该是和风细雨、治病救人。也许我们的感觉并不准确，但做
地下工作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他的。许良英当时说：刘少奇太温情了，苏联的
布尔什维克才有劲，对错误路线就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嘛。
总之，刘少奇受传统文化影响较大，而毛泽东鄙视既往，是造反的。所以大
饥荒时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而毛泽东就受不了这句话。毛泽东乐于“与
天斗，与地斗，与人斗”。
五  钱三强入党
范：从 1952年到 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
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
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
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
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李
寿楠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
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
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
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
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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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
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
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
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
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
威的。周恩来作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
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
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①。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②。他
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
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
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
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
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
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
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①  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 1954年 4月—1956年 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 60周年网：http://www.
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②  陈康白（1898-1981），湖南长沙人，192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化学系，1932年赴哥本哈根大学研究
院攻读有机化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37年回国赴延安，先后担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延安
自然科学院院长、中原军区军工部部长、东北军区军工部总工程师、东北人民政府计委重工业处处长
等职，1951-1953年任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据金能明、林清育 .誓与马列共生死——陈康白 .http://
chem.xmu.edu.cn/intro/ckb.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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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六  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
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
嫩江省①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
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
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
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
始反胡风、肃反，他算是抓到了一个机会，就猛批许良英，把他停职反省。
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
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
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
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
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 1946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
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充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
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
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斗许良英。我
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
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
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
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七  张明远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
他 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 ,
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 [张明远 2004，页 32-45、
①  1949年 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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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140-165]。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的定为“高岗反党集团”
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
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 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
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
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
“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许良英就说：“你犯的
是一般的错误吗？你那是罪行！”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
《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
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
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
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订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
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订远
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
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
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
作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
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
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
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
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
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
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
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
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
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
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
销掉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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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
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
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
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
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
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
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
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
大帮”，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线。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
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
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
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
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
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
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
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
动中吃饭不要钱，到 1959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
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
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
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
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
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 1979年我改正以
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 [张明远 2004，页 403-404]。有一次他女儿来访问
我。她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张明远问李富春：“定我为反党分子有什么根据呀？”
李富春说这是毛 [泽东 ]定的，别人也不知道。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
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
席党的十三、十四、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 1998年逝世。他的夫
人叫黄哲，1955年调到科普工作，很左，把周志成打成右派。而他在办公厅还
保护、“包庇”我。所以两夫妻水平不一样。许良英当时对张明远不了解，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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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从上级，一来就对他猛批。其实张明远这位老同志还真是不错的。
八  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作为罪人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
就定为同谋、同罪，政治运动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
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
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
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结
果来了个叫曾晋毅的书记兼副所长，对他心存芥蒂，在反右运动中把他打成了“反
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
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他说自己实
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
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
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
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
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
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
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
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
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
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
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的，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
我的一条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
“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
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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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
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
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
他揭发别人。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
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
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
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
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
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
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 15级，后来降到科级 18级，工资
从 126块降到 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
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
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 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
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
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
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
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吗？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
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
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
把自己陷进去了。当时有一个叫李钊的，他是从解放区来的年轻干部，可行政级
别好像还比我低一点。他很不服气，所以狠狠地打我们，说我们是“浙大反党集团”
什么的。批张明远的大概也是这些左派。李钊后来去了地理所，据说一直很左。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待得越多，
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
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
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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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
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
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
考验，要争取重新入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
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
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
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
一些点子。
熊：郭沫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两百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
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
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
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
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
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 ，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
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
轻人①。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
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 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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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
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
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 是什么“罪行”我记不清了①。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
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
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
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
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
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
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
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
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九  其他老浙大人
熊：像您这样于 19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
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
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
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
①  何 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
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
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风讯台》.1957年 8月 2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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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
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 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
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
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 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
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
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
告处分。李四光也蛮左的，很会整人，把施雅风搞的够呛。“文革”的时候，他
把方俊领导的大地测量局给撤掉，把相关人员都放到地震局去搞地震预测。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
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
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 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
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
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
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
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
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
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
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
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
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由于他表现很一般，既不发展党员也不活动，
许良英看不起他。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19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他们两个还不和。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
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 1947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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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
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都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
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
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
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
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
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 （后任科技大学教授、
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
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
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
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 、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
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 80年代末 90年代初一度
担任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
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我们还同住一宿舍，
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
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 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
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 1991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
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致谢  樊洪业研究员阅读了本文初稿，并提出了不少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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